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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吴越国治下的舟山群岛
□罗沛文

当这段被史笔疏略的往事，借由浙产热播
剧《太平年》的光影艺术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尽
管剧作主线集中于杭州、开封等政治中心，但舟
山群岛的身影并未完全缺席。在剧中，曾有一个
短暂的定格，画面标注出“东海黄龙岛（原型应
为嵊泗的黄龙岛或者普陀的桃花岛）”字样。剧
集以此为基点，进行了艺术虚构：塑造了一个盘
踞于该岛、掌控东南沿海贸易命脉的民间武装
集团“黄龙社”。该组织与吴越王室关系匪浅，不
仅在经济上合作，更在暗中承担着保护钱氏家
族的秘密使命。剧中设定，“黄龙社”的大东主俞

大娘子，是吴越国三王子钱弘侑的生母；而她让
自己的女儿孙太真（历史上钱弘俶的王妃，封号

“贤德顺穆夫人”）常伴钱弘俶左右，最终辅佐其
成就大业。

这一虚构情节，虽非信史，却与吴越国“向海
而兴”的核心战略深度契合。吴越国自立国之初，
便始终面临北方吴国（及后继的南唐）强大的陆
上军事压力。正是在这种陆路受困、强敌环伺的
生存危机中，以钱氏为首的统治集团，毅然将发
展的目光投向浩瀚的东方海洋。他们通过建造舟
师、开拓航路、发展贸易，在海洋中开辟出新的生

存空间与发展资源。舟山群岛，作为吴越国面向
海洋最前沿的基地与跳板，在这一根本性的国家
战略中，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太平年》
对“黄龙社”及其海洋背景的虚构，恰恰以艺术的
方式，凸显和呼应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脉络。

舟山群岛，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吴越国
如何从一个依托钱塘江畔的小镇发展起来的政
权，凭借对海洋的深刻理解与大胆开拓，逐步构
建起强大的水军、繁荣的贸易和独特的海洋文
化。它更见证了，在天下分合的历史关口，吴越
国的统治者如何以一种超越军事征服的智慧与

胸襟，为了苍生免于涂炭，最终将治下土地和平
归入大一统的版图。

这段一度被正统史家方志所“隐匿”的海
岛往事，在今人的重新发现与阐释中，正逐渐
拂去尘埃，显露出其本有的光泽。笔者认为，
它向我们昭示的，不仅是一个地方政权在特
殊历史时期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更是一种基
于现实考量、珍视和平、造福百姓的深远智
慧。这种向海而生、因海而兴的勇气，与追求
和平统一、避免生灵涂炭的理性，穿越千年的
时光波涛，依然闪耀着令人深思的光芒。

影视叙事中的历史回眸

在舟山博物馆静谧的展厅里，五代十国时期的文物静静地陈列于玻璃柜中。它们沉默不语，釉色温润的越窑青瓷盖罐、线条简朴的粉盒，却仿佛裹挟着千年

前的海风与浪声。而在真实的历史时空里，这片东海之上的群岛，曾见证吴越国的战船在此巡弋，商船在此云集。一段几乎被正史笔墨疏略的东海传奇，因一部

名为《太平年》的浙产重大历史题材剧，其光影再次投射于当代的视野，将沉睡于时光深处的记忆徐徐唤醒。

唐宋之间，五代更迭，十国并立，中原大地烽烟四起，兵连祸结。然而，在东海之滨，以钱镠为首领的吴越政权，却凭借“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务实国策，为

辖下的浙东（包括舟山群岛）、浙西及苏州，赢得70余载的相对安宁。这片土地得以免遭战火荼毒，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宛如一处精心经营的“世外桃源”。

舟山群岛，这串散落于万顷碧波中的珍珠，也正是在这段被庇护的岁月里，悄然完成了自身的历史蜕变——从一方偏远的海疆边陲，逐步演进为兼具军事

防御、海上贸易与文化交融功能的关键节点。

探讨五代时期舟山群岛的历史，首先遭遇
的便是行政建制的迷雾。回溯至唐开元二十
六年（公元 738 年），唐廷首设翁山县，舟山始
有独立的县级建制，这是群岛步入王朝系统
化管理的重要标志。然而好景不长，唐代宗大
历六年（公元 771 年），席卷浙东的袁晁起义波
及舟山，翁山县因此被废，其地并入鄮县（今

宁波一带）。此后近一个半世纪，舟山群岛的
行政归属在史籍记载中变得模糊不清，仿佛
沉入历史的浅滩，踪迹难觅。

后世修志者面对这段时光，似乎也显得束
手无策。笔者查阅舟山历代方志，发现记载存在
明显的断层与跳跃，笔锋往往从大唐直接挥洒
至两宋，其间五代十国数十年的风云变幻，常被

一笔轻轻抹去，留下大片的空白。《舟山市定海
区志》中的表述极为简略：“五代十国时期（公元
907 年至公元 960 年），翁山县地处吴越境内。”
寥寥十余字，概括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

尽管地方志语焉不详，但综合各类史料交
叉印证，仍可确认舟山在五代时期确属吴越国
疆域。公元907年，朱温代唐建梁，史称后梁，钱

镠受封为吴越王，开府杭州。至后梁开平三年
（公元909年），吴越国将明州升格为望海军，改
原鄮县为鄞县。也正在此时，沉寂已久的翁山县
得以复置，隶属于望海军。这一行政建制的恢
复，虽在方志中记载疏阔，却无疑是舟山历史发
展中的一个关键转折，标志着其被重新纳入吴
越国经略东海的整体战略棋盘。

断简残编中的沿革脉络

复置后的翁山县，其价值首先凸显于军事
领域。舟山群岛星罗棋布，控扼长江口与杭州
湾外海航道，自然成为吴越国东部海疆不可
或缺的战略前哨与水师屯聚之所。

在干戈扰攘的五代十国，南方诸政权中，吴
越国对水军的建设尤为着力。其舰队建制齐全，
拥有“楼船”“战棹”“飞棹”等名号，能够驰骋于
江海之间。后梁贞明四年（公元 918 年），一场经
典的水战在狼山江（今江苏南通以南江面）打
响。吴越王钱镠之子钱传瓘（后更名钱元瓘）亲

率水师，战舰达 500 艘之众，与北邻强敌吴国
（也称杨吴）水军展开决战。吴越军战术灵活，先
以顺风扬灰、撒豆于敌舰等法扰乱对方，继而动
用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猛火油”（即早期石油），
以铁筒喷射，乘风纵火，终将敌军舰队焚毁大
半，取得大捷。此役不仅展现了吴越水军先进的
作战理念与火器应用水平，其一次性出动如此
庞大规模的舰队，更从侧面印证了当时吴越国
发达的造船工艺与雄厚的海上实力。史载吴越
王水上巡幸时“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同

样是这种盛况的生动写照。
舟山群岛不仅是舰队出击的基地，也是日

常海防的支点。吴越水军常从舟山等沿海地区
招募熟谙水性、精通航海的当地渔民充任水手，
他们在指挥使的统辖下，定期巡弋舟山渔场乃
至更广阔的东海海域，执行“御寇护渔”的双重
任务。这种常态化的海上武装巡逻，既保障了沿
海百姓渔业生产的安全，也有效维护了吴越国
对东海航路及资源的控制权，为其拓展海上贸
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武力后盾。

这段历史的影响甚至延续至北宋。时任鄞
县县令的王安石，在考察地方利弊后，曾上奏
朝廷强调舟山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明州府鄞
县之蓬莱、安期、富都三乡居大海之中，东控
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中
之巨障，足以昌壮国势焉。”他奏请在此重建
县治，加强管理。王安石的认识，固然基于北
宋当时的边防需求，但其对舟山地理价值的
深刻洞察，未尝不是受到了吴越国时期成功
经营东海历史实践的启发。

吴越水师的东方前哨

和平的环境与有力的海防，为舟山带来了
经济身份的跃升。吴越国时期，舟山群岛从一
个僻处海隅的边地，迅速成长为连接中国大
陆与东北亚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

吴越国积极开展航海外交，与契丹、日本、
新罗（朝鲜）等均有使者往来。《旧五代史》载，钱
镠曾“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
亦皆遣使行封册焉”；《新五代史》也记载道：“遣
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
综合各类史料脉络，自魏晋南北朝至两宋，商贾
从杭州出发，北上前往日本、朝鲜的海上航线，
多以舟山群岛作为关键的始发港或中转锚地，
吴越国时期自当延续并加强了这一传统。

电视剧《太平年》中，艺术化地再现了这
样一条海上朝贡之路：日后成为吴越王的钱
弘俶，为朝觐中原后晋政权，率队自杭州钱塘
江启航，出杭州湾后进入甬舟海域，得到民间
武装“黄龙社”护航，继而乘船北上，穿越东
海、黄海，于山东莱州登陆，再转陆路抵达汴

京（今开封）。这条充满冒险色彩的海陆联运
路线，在历史上确有其实。舟山博物馆陈列的

《遣唐使路线图》清晰显示，舟山是这条古老
东亚航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吴越国的开创
者钱镠及其继承者，或许正是从前代遣唐使
频繁往来的航海经验中汲取智慧，才在陆路
受阻的困境下，毅然开拓出这条维系与中原
联系的“海上生命线”。

通过这条通道，吴越国向中原王朝进奉的
贡品，不仅有两浙本地精致的丝织品、茶叶与越
窑瓷器，更包含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奇珍异宝，如
香料、象牙、珍珠等。这鲜明地揭示了吴越商人
在当时的东西方贸易网络中扮演着活跃的中介
角色。海外贸易为吴越国带来了巨额财富。钱镠
也被民间尊为“海龙王”，此称誉一方面源于其
主持修建钱塘江海塘、治理水患的功绩；另一方
面，也与其大力发展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及盐、
铁等专营产业密不可分。史载钱镠早年曾从事
盐业，深谙海上贸易与资源管理之道。

至其孙钱弘俶在位时，吴越国的海外贸易
管理更趋制度化。他下令设立“市舶司”，专门
掌管海外贸易事务，统一征收关税，并对出海
商船实行税收减免等鼓励政策。同时，组建官
方水军武装，打击海盗，维护航道安全，并投
注资源修缮、扩建舟山等地的沿海港口设施。
在这一系列积极政策的推动下，“杭棉”的柔
软、“越窑青瓷”的翠色，不仅誉满中原，更成
为风靡东亚市场的名牌商品。

实物遗存是最好的见证。在舟山博物馆
中，出土于马岙唐家墩、茂盛以及定海城关北
门等地的五代越窑青釉瓷粉盒、荷花纹盖罐、
莲瓣纹盖罐等器物，釉色清亮，造型优美，它
们并非本地烧造，而是通过贸易网络自宁绍
地区流通至此。这些静默的瓷器，以其跨越千
年的完好身姿，证实了舟山群岛在五代十国
时期作为区域性贸易集散地的枢纽功能。

贸易的繁盛建立在成熟的航海技术之上。
据《旧五代史》《四朝闻见录》等记载统计，自

公元 909 年至 960 年，往返于吴越与日本之间
的官方及民间商船，累计可达 24 次。吴越国的
航海者已充分掌握东海季风与洋流规律：夏
季乘西南风自舟山群岛扬帆，“横渡东中国
海 ”，三 至 七 日 便 可 抵 达 日 本 九 州“ 博 多 津
港”；待台风季节过后，于当年秋季至次年春
季，再借东北季风返航。输出的商品以佛教经
卷法器、典籍、药材、锦绣织物等为大宗，这些
承载着文化信息的商品，对当时日本社会的
文化演进与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吴越国治下的富庶与安宁，后世文人
常怀追慕。北宋文豪苏轼曾感慨：“吴越地方千
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
下。”并赞叹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
鼓之声相闻”。吴越国贵族孙承祐宴客时，不无
自豪地夸耀：“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红羊，
东之虾鱼，西之嘉谷，无不毕备，可谓富有小四
海矣。”只言片语间，一方物产丰饶、仓廪充实、
百姓安居的东南乐土形象，跃然眼前。

东海丝路的重要枢纽

尽管正史对吴越国在舟山的具体经营记
载有限，但其文化与宗教活动却在海岛上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其中尤以佛教文
化的传播与发展最为显著，奠定了舟山作为
后世观音道场的基石。

后梁贞明二年（公元 916 年），一位名叫
慧 锷 的 日 本 僧 人 ，自 五 台 山 请 得 一 尊 观 音
像 ，欲 乘 船 渡 海 东 归 。传 说 舟 至 普 陀 山 洋
面 ，遭 遇 风 浪 阻 隔 ，反 复 无 法 成 行 。慧 锷 遂
悟此为观音菩萨不愿东去之兆，于是恭敬将
圣像请上山，当地居民张氏舍宅供奉，建起
一座小院，名“不肯去观音院”。这被视为普
陀山观音道场的肇始，从此，普陀山的香火

绵延千载不绝。
吴越国钱氏诸王，多虔心奉佛，热衷建寺

修塔，广种福田。据《舟山市定海区志》等资料
记载，五代十国短短数十载，吴越国境内竟新
建寺院 197 座，其崇佛之盛可见一斑。舟山群
岛域内梵刹同样相继而起：后晋天福二年（公
元 937 年），岱山虎斗岙建资福院（后称超果
寺）；天福五年（公元 940 年），定海建蓬莱院

（即后世祖印寺前身）；后汉乾祐二年（公元
949 年），建降钱院（后为隆教寺）；同期还有金
塘普济寺等。

宋宝庆《四明志》中，还记载了岱山一座
名为“普明院”的寺院，原称“泗洲堂”。文中提

到，“钱氏忠懿王”钱弘俶曾将两座“世传阿育
王所铸”的铁质小佛塔，“置（安置）”于此院之
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志书中提及，远道而来
的高丽国使臣，在渡海入贡途中，常会在此

“候风”。一座海岛寺院，竟成为国际使节往来
驻泊的站点，这说明了舟山在吴越国时期海
上交通线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佛教场所兼具
的世俗服务功能。

钱氏与舟山的关联并未随吴越国的消亡
而断绝。民国《定海县志》记载，吴越王钱镠有
后裔名钱学焕者，落户于定海，其家中珍藏有
世代相传的“吴越王舍利塔”。此塔高六寸，四
方形，重三十五两，塔身镌刻“吴越国王钱弘

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己卯岁记”十九字铭文，
是极为珍贵的五代佛教文物。清代道光十五
年（公元 1835 年），定居定海的钱氏族人，仍
不忘先祖德泽，集资修建“钱王庙”，岁时祭祀
钱镠。

事实上，近年来在浙江、江苏苏州多地考
古发现的吴越国时期寺院遗址、佛塔、经幢、
石窟造像以及传世的精美佛教造像、阿育王
塔、写经等，数量众多，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
止，无怪乎吴越国有“东南佛国”之美誉。这些
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钱氏王族的虔诚信仰，
更彰显了吴越国在建筑、雕塑、金属铸造等手
工业领域所达到的卓越高度。

佛教东传的圣地缘起

如此一段富有生机的海岛发展史，在两宋
编纂的地方志中，却近乎一片空白，这本身便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舟山市定海区
志》的编修者曾指出，其中重要原因在于“持
有正统观念的学者文人对这段历史抱有成
见，耻于作记”。

在宋代确立并不断强化的“大一统”史观
下，五代十国被视为藩镇割据、纲常紊乱的“乱
世”。对于欧阳修这样秉持春秋笔法的史家而
言，编纂《新五代史》时，每每论及这段历史，开

篇总以一声“呜呼”的慨叹起笔，其间既含悲悯，
也难掩道德上的贬抑。在这种主流叙事框架下，
偏安东南一隅的吴越国，其具体的地方治理细
节，尤其是舟山这样的“海岛蕞尔之地”的历史，
自然难以进入史家关注的焦点。

现存最早的舟山地方志——宋宝庆《昌国
县志》，对于翁山县在吴越时期的复置、发展
等重要史实，已付之阙如。开创者既已失载，
后世方志辗转因袭，致使这段历史愈加模糊
不清，几成“谜案”。相关记载直至清代编纂

《定海厅志》时，才有零星追述，但年月久远，
早已语焉不详。史料的断层，不仅造成了舟山
地方历史记忆的缺失，更使得今人试图复原
吴越国对舟山群岛的海防布局、行政管理、贸
易网络等诸多细节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然而，历史的贡献不会因记载的疏漏而湮
灭。吴越国数十年的和平经营，为两浙地区，包
括舟山群岛，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与文化遗
产。正如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在《百家讲
坛》中所总结：“在两浙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把现

在的浙江、苏州打造成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中
心地带，而且为宋朝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财富。”

有一组数据的对比尤为直观：《元和郡县图
志》记载，唐元和年间，明州（辖境包含舟山）仅
有 4083 户人家；而经过吴越国时期的休养生息
与发展，至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明州
户数已激增至 27681 户。户数的爆炸式增长，无
疑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最有力的证据。舟山群
岛虽无独立户数记载，但其作为明州的一部分，
其人口与经济的增长轨迹，可由此推知。

被“正统”遮蔽的海岛记忆


